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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国学教育及其文化效应机制的当代借鉴 

阳清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云南昆明，650500) 

摘要：西南联大国学教育的典范价值，根源于那个特殊时代的精英教育模式，它主要表现为雄厚的国学师资力量， 

课程设置上对国学教育的倾斜，传道解惑与学术实践和创作实践的紧密结合等。联大国学教育的文化效应机制， 

其生成根基是名家因素， 亦即国学大师及其学术著作的文化影响力， 其生成关键在于国学大师们的多重文化性格。 

联大国学教育的精英模式及其文化效应机制，对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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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学， 

在最艰苦的环境下，保存了最完好的教育方式，培养 

了最优秀的人才，最值得人们的研究” [1] 。20世纪 80 
年代以来，关于西南联大的学术研究，成为众多学者 

乐于探讨的热门话题。这些研究，大多以教育学、历 

史学、文学为视域。在教育学视域中，有关西南联大 

的学术考察、史海钩沉式的回忆录较多，研究者对该 

校高等教育的综合成就及其有关原因的总结尤为突 

出，对学校文学社团和文学活动的研究亦较为透彻。 

相比之下，西南联大国学教育及其文化效应机制以及 

二者对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现实意义，依然存在着较 

大的研究空间。 

一、西南联大的国学教育及其 

精英教育模式 

西南联大国学教育，亦即 1937 年至 1946 年期间 

该校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学术及其教育实践，其 

核心范畴在于学校对古代文学、史学、哲学以及相关 

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研究。这种对国学的狭义化界 

定，事实上与西南联大的学科建制不谋而合。众所周 

知，西南联大在融汇中西教育理论的基础上，形成较 

为合理的学科建制：文学院包括中国文学系、外国语 

文学系、历史系和哲学心理系，成为展示国学教育的 

主体院系。除此之外，学校的师范学院内设国文系， 

其师资力量亦多来源于文学院。如此，以文史哲为代 

表的传统人文社会科学，成为西南联大国学教育的具 

体内容，而文学、历史、哲学以及国文诸系，综合构 

成了西南联大国学教育的主要承担者。 

作为抗战时期全国规模最大、成就最为显著的高 

等学府，西南联大对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意义，不仅 

表现为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培育了诺贝尔学者，而且表 

现为卓越超凡的国学成就。以硕士生培养为例，西南 

联大期间， 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部的任继愈、 杨志玖、 

王玉哲、魏明经，语言部的马学良、周法高、高华年， 

中国文学部的禄钦立、阴法鲁、王叔岷、王达津、李 

孝定、王利器；毕业于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类的王瑶， 

历史类的王栻、欧阳琛，哲学类的张遂五、王浩等 

等，后来都是蜚声中外的学术大家。据研究： “1948 
年中央研究院选院士时选了 81个院士， 西南联合大学 

大概有 27 个人，差不多占三分之一。1955 年搞学部 

委员时，选了大概 430 多个学部委员，西南联合大学 

约占了 200多个，就是差不多将近一半人出身于西南 

联合大学。 ” [2] 在这些院士和学部委员当中，其中不乏 

享誉盛名的国学大师。这充分证明该校在促进国学研 

究、延续国学命脉、培育国学人才等方面，客观上起 

着不可估量的典范作用。 

西南联大国学教育的典范价值，实际上根源于那 

个特殊时代的精英教育模式。 

这种精英教育模式，首先表现为雄厚的师资力量 

和有限的学生数量。西南联大师资力量非常强大，学 

生数量却很少，教师与学生匹配的比例远远大于当代 

高校，教育投入特别多，教学效果自然明显。据笔者 

考察，联大八年，中文系老师多达数十人，毕业生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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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却少于百人。而无论是西南联大的三校前身还是其 

本身，其国学师资实可谓举世罕俦。联大成立之前， 

国学大师们早已云集京师，文史哲专业领域的学者大 

多师出名门，北大、清华、南开这三所高校，事实上 

汇集了全国最强的国学力量。以北大为例，该校国学 

大师有刘师培、黄侃、吴梅、朱希祖、陈汉章、陈垣、 

胡适、梁漱溟、熊十力等。考察 1937年之前的清华大 

学，国学研究院有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 

吴宓等著名国学大师。1937年之前的南开大学，同样 

有蒋廷黻、汤用彤等著名学者任教于其中。这是联大 

国学教育得以积极开展并且产生巨大效应的历史渊 

源。当然，合并之后的西南联大，基本上继承了三校 

的师资力量。不仅如此，学校领导深知著名教授对于 

大学的重要意义，于是不遗余力地从各方聘请名师来 

昆明任教，使联大成为“囤集教授”之所，王力、刘 

文典、雷海宗、汤用彤、冯友兰等国学大师都长期在 

这里传道解惑。这是西南联大国学教育得以成功的前 

提条件。 

这种精英教育模式，其次表现为课程设置和安排 

方面对国学教育的倾斜。以联大中文系为例，学校不 

仅为本科生开设众多涵盖语言、文学这两大类学科以 

及其中诸小学科的必修课、选修课，而且提供《中国 

文学专书》、《中国语言文字学专书》两种系列“选读” 

必修课程：前者囊括对《论语》《孟子》《诗经》《左传》 

《三国志》《后汉书》《水经注》《史通》《乐府诗》《韩 

愈文》等经典作品的选读，后者则以《说文》《广韵》 

为选读内容。为了弥补学生在中学阶段对国文训练的 

不足，为进入大学作预备，中文系另开设所谓先修班， 

聘请专门教师讲授《国文》必修课程。以师范学院国 

文系为例，学校除了开设常规必修课程，同样设置有 

《中国文学专书》系列“选读”必修课程，涵括《论 

语》《诗经》《左传》《后汉书》《水经注》《韩愈文》等 

经典作品，又特意开设《训诂学》《传记文学》《中国 

小说史》等选修课程。从宏观上看，联大中文系的国 

学相关课程占据了全部课程数五分之四余。教授们对 

文学和语言核心知识的系统讲解与精心传授，特别是 

对宋前重要文献的专书选读，非常有利于国学人才的 

培育。这充分证明了西南联大在教育理念和办学机制 

方面的远见卓识。 

这种精英教育模式，还表现为传道授业与学术实 

践和创作实践紧密结合。在这所著名学府里，学校规 

定由两位著名专家指导一篇本科毕业论文的工作制 

度，特别是严格要求学者在学术选题和论文撰写这两 

个层面予以细致指导，同样有利于国学人才的积极培 

育。从中文系历届毕业论文题目看，国学教育效果十 

分明显。自 1938年至 1945年，中文系毕业生总数 77 
人，其中以古典诗、词作为论文选题者 30人，以古代 

散文、辞赋作为选题者 12人，以古代语言、文字作为 

选题者 7 人，以古代文体、文学史、文学批评作为选 

题者 6人，以古代小说为选题者 5 人。综上，中文系 

以古典文学作为选题范围者 60人， 其余学生则偏向于 

当代方言研究。总体而言，大部分古典文学题目聚焦 

于唐前诗文研究，往往涉及到多种文体，关注多种学 

术命题。 这种情况正是联大国学教育的积极效应所致。 

事实上，从中文系毕业的赵仲邑、逯钦立、阴法鲁、 

范宁、王瑶等人，后来都成为了古典文学研究界的翘 

楚。与学术实践相关，学校又为中文系、国文系本科 

生设置日常导师， 主要引导学生阅读经典和写作文章， 

特别是开设《各体文习作》(必修课，包括文言、语体 

两种)， “堂上习作与堂下习作相间行之，俾深思与敏 

速各得发展” [3](11) ，可谓有效地夯实了国学教育成果。 

客观地讲，西南联大国学教育的典范性，还表现 

在其它多种层面。譬如，依据学生的兴趣和爱好，积 

极培育国学优秀人才，既不搞思想和制度僵化，又杜 

绝教育行政化， 亦可谓西南联大国学教育的重要经验。 

西南联大教授普遍认为： “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 

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 

勒令从同。 ”“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 

教育学术机关，教部可视大学研究教学之成绩，以为 

赏罚殿最。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 

由。 ” [4](113) 这里，追求自由之思想，践行独立之精神， 

不仅令当代教授们艳羡， 而且足以启发高等教育体制。 

至于科学的教育理念，特殊的时代风尚，健康的学术 

环境，积极的教学态度和方法等，同样不失为当代文 

科教育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 

二、西南联大国学教育的文化效应 

机制 

西南联大国学教育的成功，客观上造就了难以估 

量的文化影响力。这种文化影响力不仅辐射着东亚乃 

至全球文明，而且泽被后世杏坛。最为典型的例证是， 

被称作国学大师的现当代著名学者、为数不少的学界 

精英及其弟子们，抑或为该校培养了国学师资，抑或 

任职于该校相关院系，抑或曾经就读于该校，抑或与 

该校形成某种直接、间接的学术渊源。从某种程度上 

讲，国学产业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承嗣，中国哲学、人 

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繁荣、综合实力以及世界影响力， 

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独立等，大都离不开西南联大 

国学教育的历史功绩和典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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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 高等教育的文化效应归结于人才效应。 

考察西南联大国学教育的文化效应机制，其生成根基 

在于名家因素，名家效应则根源于学者们的学术影响 

力，具体表现为国学大师及其学术著作，同时不排除 

对未来国学人才的精心培育。联大校长梅贻琦强调：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 

“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吾人知之甚切，故图之也至 

极。 ” [4](11) 这是那个时代高等教育管理者的共识。早在 
1937年之前，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就非常重视 

聘请国学大师。譬如，北大校长蔡元培积极采用“思 

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由此延请或吸引许 

多大师级学者加入学术方阵。非常难得的是，北大校 

方总是想方设法为著名学者提供有利于教学、科研、 

生活的种种便利条件。以北大哲学系学者为例。作为 

著名的哲学家，一代儒学大师，梁漱溟主要研究人生 

问题和社会问题，是现代新儒家“三圣”之一，又有 

“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1917 年至 1924 年，梁 

漱溟接受蔡元培邀请，受聘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席， 

后晋升为教授。1919年，梁氏《印度哲学概论》由商 

务印书馆出版。 1920年又添讲佛教唯识学， 其讲稿 《唯 

识述义》第一册由北大出版。1921年，梁氏《东西文 

化及其哲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因为阐发“东方精 

神文明论”和新儒家思想，在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 

力 [5](319−320) 。1923 年，梁氏在北京大学开设“孔家思 

想史”课程，大力传播儒学。无论是致力于哲学研究， 

还是在教书育人方面，梁漱溟都为弘扬民族传统文化 

奉献了毕生精力，其著名弟子有陈云君、黄艮庸、王 

德宗、蔡明五等。又以北大著名哲学家、新儒家开山 

祖师熊十力为例。1922年，受梁漱溟等人的揄扬与举 

荐，蔡元培聘请熊十力为北大特约讲师，以代替拟抽 

身办学的梁漱溟，主讲唯识学。翌年，熊氏印刷《唯 

识学概论》讲义，又草创《新唯识论》。1924 年，熊 

氏离开北大，翌年仍返北大任教。1926年，熊氏《因 

明大疏删注》先由北大印成讲义本，后由上海商务出 

版发行，其第二种《唯识学概论》亦由北大印出，成 

为他由佛归儒、 自创新论的一个里程碑 [6](295−296) 。1927 
年，北大出版熊氏《佛家名相通释》。是年，熊氏因病 

再次离开北大， 直至 1937年又返校任教。熊氏在北大 

主讲《唯识学概论》的过程中，对唯识论逐渐由怀疑 

而至展开批判， 并开始构造他独出心裁的“新唯识论” 

哲学体系，最终成为中国当代哲学之杰出人物。北大 

期间，熊氏曾要求打破“师生蚁聚一堂”之学院式教 

学方式，而采取古代师生朝夕相处、自由随和的书院 

式教学，力主道德与学问并重，生活与学习一致，其 

弟子有牟宗三、 唐君毅、 徐复观等著名哲学家。 “熊学” 

影响之深远，在哲学界自成一体，学者们推崇至极， 

研究者遍及海内外。 
1937 年至 1946 年，清华、北大以及南开的部分 

国学大师任职于西南联大，他们为该校的国学教育添 

砖加瓦，最大程度地扩充和提升了这所大学的文化影 

响力。以联大中文系学者为例。作为我国杰出的语言 

学家，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王力曾师从清华 

国学院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四大导师。 

在清华大学期间，他主要研究汉语音韵学，撰有《中 

国音韵学》、《中国文法学初探》。抗日战争爆发后，王 

氏转而任教于西南联大，主要讲授中国文法研究和语 

言学概要。1939年，王力把研究成果印成讲义《中国 

现代语法》，后分成《中国现代语法》(1943)和《中国 

语法理论》(1944)，由商务书局正式出版 [7](17) 。他还先 

后撰写和发表《古音分部异同考》(1937)、《上古韵母 

系统研究》(1937)、《中国语文概论》(1939)、《字史》 
(1945)等论著。在治学方面，王力涉猎音韵、训诂、 

词汇、语法、诗律等，证古论今，融会贯通，博大与 

精深兼而有之。他毕生从事汉语和语言学研究，从教 

五十余年，培养了郭锡良、唐作藩、马汉麟等著名语 

言学家。又以现代中国杰出的文史大师刘文典为例。 

刘氏曾在北京大学研究古典文学，师从国学泰斗章太 

炎，曾撰著《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说苑校 

补》等，名望甚高。1938 年至 1943 年，刘氏转而任 

教于西南联大，遂为学生开设“ 《庄子》选读” 、 “ 《文 

选》选读” 、 “温飞卿李商隐诗歌” 、 “中国文学批评研 

究” 、 “元遗山研究” 、 “吴梅村研究”等近十门课 

程 [8](233) ，以其怪逸横出之才和风流余韵，追求自由之 

思想，独立之精神，影响着数代学人。联大期间，刘 

氏的学术研究计划是， “始则整理旧稿，就《庄子》一 

书与日本之武内义雄、狩野直喜交战，幸胜过之；继 

则在《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与前人 

竞争” ，又“拟治《佛国记》 ” [9](839) ，曾出版《三余札 

记》第三、四卷(1938)，其著名弟子有游国恩、王力、 

张中行、任继愈、王叔武等。 

西南联大国学教育的文化效应机制，其生成关键 

在于国学大师们的多重文化性格。譬如，前述梁漱溟 

既是哲学家，又是教育家，王力既是语言学家，又是 

教育家和翻译家。最为典型例证是，联大破格聘请非 

常年轻的文学家钱钟书任职外文系教授，又聘请惹来 

种种非议的新文学著名作家沈从文任职中文系教授， 

而两位学者的国学功底实际上非同一般，由此凸显出 

教育体制之于办学机制的积极作用。一般来说，如同 

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梁启超一样，西南联大的国学大 

师们既是学术名家，同时又是各体文学创作者，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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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大多数学者甚而是充满激情的 

政治活动家，他们身兼数职，任教于多所大学，为追 

求自由意志而独立特行， 又因为师承关联而同声共气、 

相互援引，往往成为文界名宿，由此产生了巨大的文 

化影响力。值得一提的是，正如前述王力、刘文典两 

位学者一样， 不少国学大师还拥有留学抑或西学背景， 

他们的学术研究不仅横跨不同学科领域，密切关注前 

沿，而且博通古今、学贯中西，往往蜚声海外。以联 

大哲学系学者为例。汤用彤是清华学堂留美学生，哈 

佛大学哲学硕士，他毕生致力于中国佛教史、魏晋玄 

学和印度哲学的研究，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少数几位 

能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 
1938 年至 1945 年，汤氏历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 

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西 

南联大期间，他讲授印度哲学史、魏晋玄学、欧洲大 

陆理性主义，以一人之才力开设世界三大哲学传统的 

课程，发表《魏晋玄学流别略论》《向郭义之庄周与孔 

子》《王弼大衍义略释》《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王 

弼圣人有情义》《王弼之“周易” 、 “论语”新义》《隋 

唐佛教之特点》等系列论文 [10](677−679) ，产生了非常重 

要的学术影响。1940年，汤氏《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 

史》获抗战时期教育部学术研究哲学类一等奖；1945 
年，其《印度哲学史略》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印行。就 

国学学术而言， “研究佛教史而卓然成家者， 舍汤用彤 

先生之外，当难再觅第二人” [11](2) ，就国学教育而言， 

汤氏得意门生有向达、任继愈、王明等，为中国哲学 

史学科建设做出了划时代的历史性贡献。又以哲学家 

冯友兰为例。冯友兰从北京大学毕业，在哥伦比亚大 

学获得哲学博士，为中国哲学史方面的学术研究和学 

科建构做出了杰出贡献，被誉为“现代新儒家” 。在燕 

京大学任教期间，冯氏就讲授中国哲学史，已先后出 

版《中国哲学史》上下卷，代表着 30年代中国哲学史 

研究的最高水平。1938 年至 1946 年，冯氏历任西南 

联大哲学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讲授中国哲 

学史、 史料学等课程， 期间撰写 “贞元六书” ， 亦即 《新 

理学》(1939年出版)、《新事论》(1940年)、《新世训》 
(1940年)、《新原人》(1943年)、《新原道》(1944年)、 

《新知言》(1946 年)等，力求会通中西，对传统思想 

作继往开来的工作，展示“新理学”理论体系，著作 

出版之后， “全国各地报刊杂志，以及私人谈话、发表 

的评论异常之多，引起国内思想界许多批评、讨论、 

思考，使他成为抗战中，中国影响最大、声名最大的 

哲学家” [12](33) 。冯氏著名弟子有楼宇烈、涂又光、陈 

来等，均为哲学界大师级人物。 

当然，考察西南联大国学教育的文化效应，其生 

成机制还表现为特殊时代环境下某种教育模式的典范 

意义，其中包括校方培育国学人才的社会效应，兹不 

赘述。从根本上讲，无论是精英教育模式下的名家效 

应，还是针对国学优秀人才的积极培养，其中关键之 

处在于夯实学术基础，而学术基础的立足点，恰恰在 

于对传统国学及其相关学科的高度重视。不可否认的 

是，积极借鉴西南联大国学教育传统和经验，非常有 

利于弘扬中华学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为坚持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方向，真正做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 

乃至文化强国，积极实践文化体制改革贡献出重要力 

量。 

三、西南联大国学教育及其文化效应 

机制的当代借鉴 

章太炎指出： “夫国学者， 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 

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 

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 

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 

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 

为尤岌岌乎。 ”“夫一国之所以存立者，必其国有独优 

之治法，施之于其国为最宜，有独立之文辞，为其国 

秀美之士所爱赏。立国之要素既如此，故凡有志于其 

一国者，不可不通其治法，不习其文辞。苟不尔，则 

不能立于最高等之位置。而有以转移其国化，此定理 

也。” [13] 事实上，即便是在当代社会，作为中华民族 

血脉和人们精神家园的国学，仍然不失为数千年华夏 

文化的精髓，它对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 

升，具有非常明显的现实意义。在国学地位日益边缘 

化的今天， 西南联大国学教育模式及其文化效应机制， 

必然为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提供足资启发和借鉴的宝贵 

经验。

与国学教育的内涵和延展直接相关，当代中国文 

化建设的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有：文化在推动全民族 

文明素质提高中的作用亟待加强， 一些领域道德失范、 

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有影 

响的精品力作还不够多，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引导力度 

需要加大，文化走出去较为薄弱，中华文化国际影响 

力需要进一步增强，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急需加强，等 

等。基于上述种种，2011年 10月 18日，十七届六中 

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 

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下 

简称《决定》)。《决定》认为，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之 

目的，在于“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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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 

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 ，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人类文明 

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14] 。为了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包 

括国学研究、教育以及传播者在内的高等教育工作者 

需要迫切去做的工作依然很多： 

其一，有必要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具 

体表现为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 

引导人民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倡导爱国、 

敬业、诚信、友善等道德规范，形成男女平等、尊老 

爱幼、扶贫济困、扶弱助残、礼让宽容的人际关系等。 

其二，有必要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这具体表现为 

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 传统学科和新兴学科、 

交叉学科并重，结合我国实际和时代特点，建设具有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等。 

其三，有必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这具体表 

现为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 

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 

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加强文化典籍整理和出版工 

作，推进文化典籍资源数字化，广泛开展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普及活动，发挥国民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 

基础性作用，增加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内容，加强优秀 

传统文化教学研究基地建设等。其四，有必要推动中 

华文化走向世界。这具体表现为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 

层次对外文化交流，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促进文 

化相互借鉴，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 

等。其五，有必要造就高层次领军人物和高素质文化 

人才队伍。这具体表现为继续实施“四个一批”人才 

培养工程和文化名家工程，建立重大文化项目首席专 

家制度，造就一批人民喜爱、有国际影响的名家大师 

和民族文化代表人物等。 

从某种意义上讲， “一个民族的觉醒， 首先是文化 

的觉醒。一个政党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的 

自觉” [15] 。检读《决定》，可见“积极推进文化体制 

改革，认清文化发展规律和主动引领先进文化进路， 

在社会现代化境遇中， 是我们党当仁不让的文化自觉， 

也是我们党对民族文化复兴的责任担当” [16] 。根据上 

述五种工作内容，足见党中央并未忽视国学教育传统 

在文化体制改革中的积极作用。事实上，自  20 世纪 
80年代以来， 不少高校曾经纷纷提倡国学。 譬如， 1984 
年，深圳大学创立国学研究所；1992年，北京大学成 

立国学研究院，招收博士研究生；2001年，武汉大学 

创立国学试验班，2007年增列国学专业博士点，下设 

经学研究、子学研究、史部典籍研究、集部研究、佛 

教与道教研究五个研究方向；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 

设立国学院，课程包括国学基础知识、 国学精神意蕴、 

国学治学方法。诸如此类，客观上证明了党中央及其 

领导之下的部分综合性大学的非凡识见。 

尽管如此，因为高等教育体制的固有弊端，当代 

大学国学教育的效果并不理想。在后现代主义的时代 

背景下，文科教育往往容易被人们忽视，社会科学研 

究及其学术人才，通常不如理工专业受到青睐，国家 

对文科建设的基金投入远远少于自然科学。最为典型 

的例证是，当代大学对国学教育的实际投入还远远不 

够。譬如，从课程设置上看：国学师资力量日趋贫乏， 

《中国文学专书选读》、《中国语言文字学专书选读》 

两种系列必修课程已在当代大学中文系中绝迹；在商 

品经济大环境下，高等教育已经受到市场利益的严重 

腐蚀，不少大学的文学院、中文系一方面比较轻视国 

学教育传统，另一方面则盲目开设有利于就业的新兴 

课程；高等教育部门和相关机构更是一再压缩与国学 

教育相关的课程门数和课时量，甚至连《中国文学史》 

这门中文系主干课程也不放过。不仅如此，在新中国 

成立之后尤其是新时期以来，高等教育表面上繁荣与 

其不称人意的质量并不相称，教育机制和教育模式有 

待改善，教育发展面临诸多实际问题，教育者和受教 

育者都怨声载道。 

不可否认，我国现代化建设一方面有必要以经济 

为中心，文化结构则必须能够预见经济结构的发展趋 

势，并且对社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亦有必 

要大力学习、吸收和引进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想和科学 

技术。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背景下，西南联大的国学 

教育模式及其效应机制，事实上已很难在当代高等教 

育体制下被复制出来。但是，我们在现代化建设中更 

需要用中国的话语、中国的模式、中国的方法来挖掘、 

培育和构筑中华民族自身的文化力量。在重振中华民 

族文化雄风的过程中，不仅需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 

化生产力，也需要从主体上达到自身的文化自觉。这 

里，政府与文化单位间的责权需要清理，文化服务于 

大众的公益性与文化产业经营性的关系需要理顺。如 

果说文化复兴是整个中华民族复兴的最后标志，那么 

我们现在急需解决的事情，是积极建立以优秀传统文 

化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新型文化体系，最终让中国文化 

血脉得以科学而又合理地延续。 

国学正是民族文化血液的历史流淌，国学教育事 

关民族文化灵魂的现代传承，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这 

里，积极借鉴西南联大国学教育的精英模式和效应机 

制，造就高层次领军人物和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建 

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真正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 

科学，不仅可以从很大程度上解决我国文化建设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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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矛盾和问题，或许还可以提高国人文化素质和文明 

素养，增强我国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从而在全球化 

的今天，让中国真正实现文化意义上的现代化。更为 

具体地讲，在高等教育的当代实践中，现代新兴学科 

虽然引领时代风尚，却因为学科理论基础源自于西方 

社会、学术话语权缺失、人才后劲不足等等而难以为 

继，学科发展总是在仿效他者的亦步亦趋之中踌躇不 

前。如此结合前述，对于与国学教育相关的传统学科， 

高等教育经费和时间宜应投入更多，师资人才宜应专 

业化、系统化特别是大师化，课程资源应该做到合理 

配置而有所侧重，高校去行政化同样是大势所趋。要 

之，联大国学教育模式及其文化效应机制，无疑对我 

国文化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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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Sinology and 
Its Cultural Effect in the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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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del value of traditional sinology education in the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had rooted in the 
elite  education  mode  in  the  special  period.  It  was  characterized  by  excellent  faculty  of  traditional  sinology,the 
curriculum  inclined  to  traditional  sinology  education,  the  combination  of  teaching,  academic  practice  and  writing 
practice.Researching  the  cultural  effect  mechanism  of  traditional  sinology  education  in  the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the first factor lies in the scholars, namely cultural influence of experts, while the key  factor was multiple 
cultural character of experts. In fact, the elite model and its cultural effect mechanism of traditional sinology education 
in the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had very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our cultural restru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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